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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的两条途径 

及其书写模式变迁 

周明初 谢文韬
1
 

【摘 要】：进入近代旧体诗的新语汇主要有表示具体物体的“新名物语汇”和表示抽象知识的“新概念语汇”

两种。前者主要通过“从下至上”的路径进入中国诗歌，开始主要在下层文人的诗中作为被介绍的主题出现，后来

则能在革新派诗人笔下作为诗歌文本的构成单位，也可在传统诗人的作品中充当背景。后者则主要通过“从上至

下”的路径，最早在少部分能够接触到相关知识的中上层知识分子的正式作品中被使用，而后来却被作为各种以普

及为目的的通俗诗体的主题。这种不同是由语汇性质、诗体特征、创作者的认知程度以及主观态度共同决定的。两

类新语汇的进入让近代旧体诗有了独特的文学史意义，也对此后的白话新诗及其他文学艺术形式产生了一定的影

响。 

【关键词】：新语汇 近代诗歌 书写模式 

中国近代诗歌语言的变革一直被学界关注，然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平衡。具体来说，中国文学语言的近代变革表

现在语音、语法和语汇三个层面。其中语音、语法层面的变革与诗歌的关系，研究者已有深入探讨，而对语汇变革与诗歌的研

究则显得不足。虽然关于近代诗歌新语汇的研究可谓不计其数，但往往只是语音和语法研究的附庸，诸如对新语汇的独特音节

性对诗歌的影响，新语汇与旧体诗诗体的冲突等问题的探讨，都不是真正的对语汇与诗歌关系的研究。而直接针对诗歌中的“新

名词”“新意象”的研究，或仅仅是在探究来源及形成方式，梳理词义流变过程，与诗歌本身无关；或是过于注重“新意象”

本身的审美意义而导致研究不够严谨，这些做法不仅忽略了其与诗歌整体文本的关系，更遑论突出旧体诗在接受新语汇时相对

于小说、戏剧等其他文体的独特性。此外，这类研究的方法往往是对一首或几首作品进行详细的静态分析，并以此推导出某些

规律作为结论，而非对相关的文学过程进行考察。尽管语言的改变与诗歌的关系本身就非常复杂，再加上近代诗歌文献的庞大，

这样做无可厚非，但难免使研究者们所期待的具有普适性的规律显得自说自话，甚至相互矛盾。而且这些静态结论也不能被用

来解决文学史层面值得关注的问题，诸如语汇的改变是如何影响到当时诗人的创作，这种影响是否会随着时间而改变，这些改

变又是否有文学内部或外部的深层原因等。 

一个合适的解决方法，是在研究中把注意力更多放到语汇对诗歌整体的直接影响上来，实现“语汇-诗歌”直接对接的研究

模式，而非“语汇-语音-诗歌”或“语汇-语法-诗歌”。为此，本文拟从“进入的过程”这一角度展开研究，通过探讨不同时

期的诗人对新语汇不同的书写模式，展示新语汇具体是如何一步一步进入旧体诗，以及在不同阶段的变化，并试图揭示造成这

些改变的各种原因。 

“新语汇”本身是模糊而庞大的概念。不过从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学者的关注点，其实基本集中在两类名词性语汇上。一

种是火车、轮船、电报、照相机之类表示具体物体的语汇，可定义为“新名物语汇”，另一种是与当时知识分子所密切关注的

西方历史、政治、宗教、文化的语汇，包括各种西方的典故语汇如巴别塔等，以及部分概念语汇，如人权、女权等，可统一定

义为“新概念语汇”。这两类语汇当然也不全是到了晚清才出现在诗人笔下，其中许多在此之前就输入了中国，并对时人的思

想造成了一定冲击。只是从文学角度来看，晚清之前涉及它们的诗歌基本都是零星的、偶然的，也没有相关作品在文学上产生

过足够的影响，故无法被称为一种文学现象，而在晚清才呈现出一定的规模，并产生较大影响，因此这些新语汇在晚清才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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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意义上开始“进入”中国诗歌。本文的研究对象，也将是这两类语汇。 

一、“从下至上”的路径：“新名物语汇”进入近代诗歌的三种模式 

想找出在清末具体哪首诗中最早出现“新名物语汇”很难，如轮船、电器等，很早就零星地出现在一些诗人笔下，不过有

意大量对其进行普遍书写，且产生集体效应的诗歌类型，则只能追溯至由在广州、上海、香港等与西方接触较早且密切的都市

中的下层文人的竹枝词。但对于这些晚清民国时期的竹枝词，学界往往更为重视其文化价值，在对晚清民国的社会风俗等方面

进行考察时将其用作证明材料，而忽略了对这些竹枝词文本的研究。诚然，这些竹枝词艺术水准不高，可这并不代表它的文本

没有值得关注之处。如果稍加考察即可发现，早期许多竹枝词对于新名物语汇的书写模式，存在着非常大的共性，以下面数首

研究者曾注意过的竹枝词为例： 

镂金宝盒韵宫商，节奏天然妙抑扬。深院日长风细细，似闻环佩在潇湘。1 

银箭何须报水龙，法轮自转玉琤琮。洞天容易忘昏晓，但听高楼几点钟。(2) 

显微小镜制偏精，方寸洋笺折叠平。暗拓小窗闲把玩，牛毛人物太分明。(3) 

最是称奇一线长，跨山越海渡重洋。竟能咫尺天涯路，音信飞传忽最详。(4) 

鬼工拍照妙如神，玉貌传来竟逼真。技巧不须凭彩笔，霎时现出镜中人。(5) 

奇哉电报巧难传，万水千山一线牵。顷刻音书来海外，机关错讶有神仙。(6) 

火轮船走快如风，声响似雷逆浪中。一日能行千百里，大洋西到大洋东。(7) 

机器全凭火力雄，般般奇巧夺天工。一条电报真难测，万里重洋瞬息通。(8) 

一纸新闻海上传，旁搜博采广敷宣。所闻所见未闻见，拉杂书成日日编。(9) 

这些竹枝词的创作时间都相对较早。黄燮青《洋泾竹枝词》作于咸丰七年（1857 年），《沪上西人竹枝词》《续沪上西人竹枝

词》《春申浦竹枝词》都刊载于同治十一年（1872 年）至同治十三年（1874 年）的申报。这些作品，无一例外都引入了新名物

语汇。尽管部分作品并无明确标题，但它们牵涉到哪些新名物语汇则很容易从诗的内容得知。那么，它们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

征呢？ 

首先，对于新名物语汇，这些作品的书写指向都是唯一的，那就是这些物品的功能。如第一首诗歌中的八音盒，全诗其实

就是在写其奏乐的功能；同理第三首诗中的显微镜，也只注意其放大功能；再如第四、六首中的电线，无论是“竟能咫尺天涯

路，音信飞传忽最详”还是“万里重洋瞬息通”，则集中于其传递信息的功能。 

其次是这类作品中，所表达的对这些新名物语汇的意见，也非常一致，大多是因为其功能而称奇称妙。如第四首诗中“最

是称奇一线长”，第五首诗中“鬼工拍照妙如神”，第六首诗中“奇哉电报巧难传”，第八首诗中“般般奇巧夺天工”等。不

难发现，这样的称赞有一种背反之处，即这些称赞都是因物品的功能良好而发的，但称赞本身却往往并不能体现出物品功能的

特殊性；无论在内容还是语言层面上都高度雷同。类似的称赞方式，基本只要是新的名物就可以使用，电报是“奇哉”，照相

机也是“妙如神”，并不因书写对象的类别不同而具备任何特殊性，即使如“节奏天然妙抑扬”这样的句子看似扣住了八音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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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奏的功能，但其实也没有特殊性，因为这一句可被用于任何乐器。 

最后是所谓的“本土想象”，通过或正向或反向的对比，将这些新名物语汇与传统语汇相联系，而这种联系的节点则是功

能。如第五首中写照相机时，以“技巧不须凭彩笔”一句进行反向对比，将其与传统意象“彩笔”相联系，而二者之间的联系，

不过为照相机的写真功能强大，所得图片十分逼真，远远胜于用彩笔所画。尽管此处的“彩笔”与传统典故系统中作为文采富

丽的代指有所不同，但作者的用意则是十分明显的。类似的这种联系还有“不用兰膏只用檠，自来灯火满街明。晚从黄歇浦边

望，万点光中不夜城”(10)等作品，以传统的油灯和电灯进行对比，而二者也是通过“照明”这一功能被联系起来的。 

此处仅举竹枝词为例，其实不仅是竹枝词，在早期牵涉到新名物语汇的诗歌中，包括不少咏物的七律、五律在内，大多数

都存在以上三点特征。而从这三点中可以看出，这些新名物语汇最早进入诗歌，也正是为表现、夸耀、介绍这些新物的功能进

行服务的，无论是遣词造句上的各种“奇哉”“妙如神”，还是“本土想象”，其立足点都是想让人注意、了解其功能。诗歌

文本在为这些新语汇而服务，而非新语汇在为诗歌文本服务，因此，呈现上述这几种典型特征的诗歌书写模式，不妨称之为“主

题式”书写。 

在新名物语汇进入诗歌的早期，虽然有各种各样的书写方式，但“主题式”书写占据了主要地位。仅以在当时刊载众多接

触到西方物质文明的诗人群体作品的《申报》为样本，在光绪十六年（1890 年）之前，其中在标题、文本、注解中明确涉及“电

线”的诗词作品有 9 题，其中 7 题可归为主题式书写；明确涉及煤气灯（地火、自来火）的有 12 题，其中 10 题可归为主题式

书写；明确涉及火车的有 7 题，其中 5 题可归为主题式书写；明确涉及自鸣钟的有 9 题，其中 8 题可归为主题式书写。这种现

象其实并不难理解。当西方的各种事物和风俗进入国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内国人对它们普遍都是不熟悉的，将其

视之为歪门邪道者固不待论，即使是那些在传统意义上非常博学的人士，受制于传统认知模式，也容易出现谬误。反倒是许多

不闻名的下层文人能够最早接触并认知这些新物品。同时，不管认知这些事物、风俗、文化是否有谬误，不管抵制还是支持，

都需要以认知它们为前提。因此，当时作手在通过竹枝词来吟咏这些受西方影响较深的地区的风土特色时，对于相关的各种事

物、风俗，大多是以介绍而非使用这类语汇为目的，参考报纸征集时的宣言如“新闻纸之设，原欲以辟新奇，广闻睹，冀流布

四方者也。使不事遐搜博采以扩我见闻，复何资兼听，并以传新异……一如骚人韵士，有愿以短什长篇惠教者，如天下各名区

竹枝词及长歌纪事之类，概不取值”(11)，以及一些文人为这些创作的竹枝词所作序、跋时的一些交代如“仆昔仕宦游，今惭株

守。眼小于豆，直同坐井观天；心冷如灰，并乏沾泥之句。睹兹杂咏，咤为异闻，爰缀芜词，用弁简首”(12)，“因仿竹枝词体

摹写沪上各业，虽小不遗，不求典博，不尚精深，惟取乎意浅语显、老媪都解，俾初学商务者略知梗概，即未睹沪景者，亦可

作消闲醒睡观也”(13)都可以证明这一点。而对新名物的介绍便是其中的一种，这些“物品”在一开始本身也是被介绍的对象。

既然是介绍，那么这些新名物语汇自然就会是一首诗的主题，而不是在一首诗中被作为单位使用，所以采用“主题式”书写是

顺理成章的。同时也因为是介绍，所以对这些新物品的书写，自然要集中在与旧事物相比最明显，人们最优先关注，最不需要

门槛就能理解的问题———这些新事物到底有何用处？功能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新名物语汇进入中国古典诗歌的凭依。 

“主题式”的书写，在 19 世纪 70 年代以后仍然存在着，这是因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新事物的接受有早晚、快慢、深浅之

别。然而，在各类报刊开始大量刊载这类作品之后，比较明显的改变发生了，“主题式”的书写不再像以前那样普遍和重要了，

另一种书写模式开始变得更加主流。从以下数首诗中，可以明确看出和前面那些“主题式”书写的作品的不同： 

学界开通到女流，金丝眼镜自由头。皮鞋黑袜天然足，笑彼金莲最可羞。(14) 

班荆道左莫延俄，此日春申市虎多。生死关头争顷刻，电车刚去汽车过。(15) 

往来如织密如麻，满眼汽车与电车。谁说中华生命重，噬人虎口日增加。 

铁鸟高飞技入神，虹桥建筑一番新。航空救国殊忙碌，不载军人载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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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缸铁塔耸崔巍，水火无情竟自来。水火自来金自去，烟波消逝几时回。(16) 

氤氲煤气达纵横，灯火光开不夜城。最是宵深人静后，照它幽会最分明。
(17)
 

火轮才向暹罗去，夹板还从吕宋开。万顷波涛门外涌，载歌离别载欢来。(18) 

这些是 19 世纪 80 年代到民国时期 20 世纪 20 年代间的竹枝词作品。它们似乎还残留了一些“主题式”书写的痕迹，如第

四首诗中描写飞机，仍然使用了“妙如神”这样的套语，仍然从“飞行”这一功能上把飞机比作“铁鸟”。实际上，它们大多

已经明显具有了不同的特征。 

一是作品的书写指向变得多样化，不再局限于物品的功能。尽管许多竹枝词和以前一样，仍然用新名物语汇作为一首诗的

标题，但已经完全不是在对这个物品进行介绍了。如上述第二首诗虽然标题为《汽车电车》，但全诗没有一句是写它们的交通功

能如何先进，而是描写与汽车电车相关的生活现实情况；即使是残留“主题式”书写痕迹较重的第四首，情况也类似，飞机的

飞行功能只在第一句中被略微提及，其它内容都不是在介绍功能。 

二是作品中所传达的作者主体的态度明显更加复杂、具体，而不再是只有“奇巧”“妙如神”之类的空泛之语，诗人所要

表达的态度与新物品有具体的联系。如《飞机》中的后二句“航空救国殊忙碌，不载军人载要人”，作者显然是想进行某种讽

刺，因此虽然此首前面也有“技如神”这样的字眼，但并未对飞机一物空泛地称奇，反而会让人感觉“技如神”是为了后面的

讽刺而采取的欲抑先扬的技巧。更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语句，是只适用于飞机这一物的。 

如果说，以上从诗句来看作者主体态度可能有牵强附会之嫌的话，那么通过对比诗后的一些自注，无疑更能有力地证明作

者主体态度的清晰化。引进了新名物语汇的竹枝词，作者常常会在诗后加上一小段自注以助读者理解。在早期，这些自注大多

是纯粹客观叙述的形式，并以介绍物品功能为主： 

电信线，又曰电气报，现做至俄罗斯，与中国毗连。其铁线置于两端，首入电气器中，尾在钟楼，遇有要事，以金银铜铁

扣其口，不论千万里，顷刻可到……自来灯，一名炭气灯。其法以铁管埋地中，接连至街巷，另有一窑，以煤焚之，其烟气灌

入管内，不使出。灯檠街巷房屋皆能为之：高竖一铁柱，中空，上置玻璃灯样，中如烛形，有孔，傍晚以火触之即燃，盖煤气

力也。光明夺目，其色如银，彻夜不灭也。(19) 

而后来，很多自注就明显不是客观叙述而是主观评论，诗人自身的想法被表露，对物品功能的介绍也被对某种相关现状的

描述取代： 

电车中人多如鲫，后至者往往不得坐位则立而乘之，妇女荏弱不任颠播恒有倾介之虞，故男客中有知识者必以坐位让之，

虽师欧人风尚，实亦人道主义。然颁白者不任颠播，实较妇女为尤甚，坐客竟不之顾，抑又何也。(20) 

自留声机器风行，良乡栗子摊各具一机以招顾客。近年各处装置无线电，国难期间，又是一片升平雅颂声矣。(21) 

自注从客观介绍功能变为主观评论，正反映了创作主体对新语汇的心态变化。 

三是这些作品大多脱离了“本土想象”的拘束，较之通过对比传统物件来描述，反更倾向于在诗中直接使用新名物语汇来

描述其它事物。虽然不少作品可能仍然是出于“介绍”目的来书写西方的风俗文化，但这时候新物品已不在被“介绍”的对象

范围内了，相反它们变为了描述的工具，为作者达到目的而使用。如第一首诗中，虽然最后一句与“金莲”的对比仍有“本土

想象”的影子在，不过作者为了表现“学界女流”的形象，而直接将“金丝眼镜”“皮鞋”这样的词使用在了诗中，明显与“主



 

 5 

题式”书写大不相同了。又如“生死关头争顷刻，电车刚去汽车过”“往来如织密如麻，满眼汽车与电车”等，都是对新语汇

的直接使用，来描绘常见的生活情景，与前面“奇哉电报巧难传”等句出现“电报”等词完全不同。 

这种对新名物语汇的书写模式，可被称为“单位式”书写。当然，从“主题式”到“单位式”书写的变化，只是就相对趋

势而言。其实两种书写模式在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并存的，只是在一开始前者占据了绝大多数，而随着时间推移，后者渐渐变得

越来越常见。这种渐变在那些海外竹枝词中体现得非常明显。诗人在书写国外见闻时，对于已经在国内有所了解的名物，往往

采用的是“单位式”书写，而对于他们未在国内接触到的名物，则依然多用“主题式”书写，尤其是一些“主题式”书写的作

品下，还会加上诸如“德律风之制，由来已久，近又创为传语机器……”“自来水火早已通行，沪上数见不鲜矣。而巴黎人家

烹饪各火，亦由煤气通达，用之称便。此吾华所未行者”(22)这样的自注，来表明书写对象与自己以往所见的新异之处，显示出

两种书写模式的变迁和作者对新名物的认知程度紧密相关。 

如果将目光从这些竹枝词上拓展开，可以发现，这种“单位式”书写开始在各类诗人的各种作品中出现，一些相对身段较

高、具备一定名望的诗人的作品中也开始出现新名物语汇了。不同于那些早期的竹枝词作手，他们对新名物语汇往往从一开始

就是采用“单位式”书写的： 

一声轮舶炮声来，惊破众人看花梦。 

亦有轻气球，凌风腾千尺。(23) 

杀运百年兵气白，飞机万里石云青。 

群夷濠镜宅，千里火轮船。(24) 

电灯一作纸为贵，刮眼流沬喜且惊。(25) 

轮船铁路电线瞬千里，缩地疑有鸿秘方。(26) 

无论是丘逢甲、梁启超这种趋于新变的诗人，还是陈宝琛这种保守的同光体作手；无论是《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这种刻意

为之的新题材，还是《九日登高放歌》这样的传统题材，新名物语汇都是被“使用”的对象。可见这种群体式的创作特征是确

实存在的，并且延续至清末甚至民国时期。相较之下，那种近似于“主题式”书写的，单纯以一样新事物为主题的咏物之作，

在中上层文士笔下只能偶尔见到，远不如这种“单位式”书写来得普遍。 

本来，新名物语汇直接出现在诗句之中，并不特别值得注意。但如果对比他们以前的一些作品，就显得耐人寻味。以被认

为革新先驱的黄遵宪为例，他开始在诗中使用新名物语汇，就是采取“单位式”书写，并且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黄此前的

作品，在书写新的人、事、物时，往往要运用代指以及自注的方式，似乎有意无意地避免让新语汇出现在诗歌正文中。如《香

港感怀十首》中，写维多利亚女王，却言“金轮铭武后”(27)，以武则天代指，并自注“香港城名域多利，即女王名也”；写殖

民地总督，却言“官尊大呼药”(28)，以北周时期的官名进行指代，并自注“官之尊者亦称总督”；更值得玩味的是写轻气球和

轮船时分别是“御气毬千尺”“飞轮齐鼓浪”，前者通过语序的调整而使得“轻气球”一词没有出现，后者则是用“飞轮”来

对轮船进行代指；同时可以看到，“御气”也好，“飞轮”也好，都是在前代诗歌中经常使用的词，而且这些句子，整句都是

对新事物的“描绘”，而并不是运用新事物去书写其它事物。换言之，此时面对新事物，黄遵宪仍然是以传统经验进行描述，

而不是在文字上使用它们。相较之下，前面所举的那些例子，不仅仅新名词直接出现在诗句中，且“轮舶”“轻气球”这些词

本身已经不是被描绘的对象了，它们或是被用来书写历史事件，或是作为与“别离”等情感相关的意象而被使用，这与之前形

成了鲜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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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竹枝词和严肃的诗歌创作之间是否有直接的相互影响，目前还难以探明。但共同的书写方式，很大程度上无疑是由于

共同的时代背景，即这些新事物逐渐深入国人，尤其是之前许多没有相关知识的士人的日常生活，这从许多公开或私人的记载

中都可得到印证。这些新物品在被普遍熟悉并接受的情况下，就和相对抽象的风俗分离开来，后者可能仍需“介绍”而它们已

经不再需要。此外认知程度的加深，使得诗人们也可以将这些新名物语汇作为诗歌中的单位为自己的目的所用，尽管每个人的

使用方法和使用频率各异。不同的认知状态，会产生不同的观看视角和创作状态，从而导致不同的书写模式。 

在清末民初时期，保守的诗人也有着自己对新名物语汇的书写模式。对于在诗歌中直接使用新名物语汇，他们大多还是有

所顾忌的，尤其是像陈三立、郑孝胥、易顺鼎这样在诗坛享有盛誉的诗人。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完全拒绝新名物语汇进

入他们的诗歌，只不过要有一种合适的方式将新名物语汇对他们眼中诗歌传统的影响消减到最小。这就形成了另一种独特的书

写方式，可以称为“背景式”书写： 

金椎表道彩旗翻，杂坐车窗虱在裈。旁接胡姬传浅笑，竟逢楚老证微言。一官初脱蛟蛇窟，四海都成蟋蟀盆。隔世忍思涂

抹地，野梅插鬓是残魂。(29) 

莫攀龙鳞附凤翼，空中沉吟驹过隙。计程三千何所见，明灭洪流贯沙碛。松嫩双江争流处，滨市嵯峨耀金碧。龙沙万户半

疲氓，况有跳梁藏草泽。老夫探囊失馀智，心雄万夫究何益。明年欲浚万顷湖，先出穷黎登衽席。王道乐土吾未信，归鸟尽飞

暮天赤。吁嗟孤掌果难鸣，不有君子何能国。(30) 

曰余类老农，秋过心安稳。昔来颇霖潦，今日获已尽。千珠与万玉，一一登仓廪。余珍犹丹黄，妇子纷束捆。嗟兮四海人，

各各有乡井。戴者己之天，履者己之畛。我岂无寸土，万里弃真忍。覆载非己物，身与僇民等。(31) 

三篇作品，分别与乘电车、飞机、火车相关。但它们既不是作为主题而出现，也不是被使用的对象，而是作为背景存在的。

尽管作者可能会在诗中花一定篇幅对“乘电车”“乘飞机”这样的事件进行书写，但这并不是作者的最终目的。作者最终想要

表达的内容与新名物语汇的挂钩之处，是与这些新事物的本身特征无关的因素，如乘坐电车、飞机时的感受见闻等，而不是这

些新事物的独有特征，其与前面所提到的“单位式”书写的作品有本质区别。在这种书写模式下，新名物语汇的重要性比“主

题式”书写和“单位式”书写要低得多。以陈三立诗为例，打通其字面上的各种典故后可以看到，首联出句描写电车轨道，对

句述其乘坐电车一事，此后的内容就与电车本身无关了。即使他不特意强调自己乘坐电车这件事而只书写局势和见闻，对整首

诗主题的表达其实并无根本性影响，而郑孝胥那首也一样，他所“沉吟”的内容，除开空中所见外，基本与他平时所作诗歌没

有区别。这与“主题式”书写中新事物直接作为主题，没有新事物整首诗就不存在，以及“单位式”书写中新事物本身的特征

作为表达主题不可或缺的部分相比，都大不相同。因此，这种书写模式，可称之为“背景式”书写。 

“背景式”书写出现时间其实非常早，甚至在黄遵宪等诗人的早年作品中也能偶尔一见。但是，它能称得上有集体规模，

却是最晚。这固然与陈三立、郑孝胥等传统诗人对诗歌态度相对保守有关，但这并不仅仅是指他们在新名物已经进入日常生活

很久以后才准许新名物语汇进入自己的诗歌创作。更为重要的，正是因为在“背景式”书写模式下，新语汇的重要性非常之低，

处在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因此对传统的诗歌创作习惯也影响最小，成了陈三立、郑孝胥等恪守传统的诗人们允许新名物语汇

进入其诗歌最可能的方式。相比之下，致力于革新的诗人们本身就明确自己要创作一种新的诗歌体式，这种新的体式虽是针对

诗歌整体而言的，不是指打破形而下层面的格律规则，而是在语汇和语法多方面的变革，但大量在句中直接使用新名词却是他

们早期的主要方向。因此，革新派诗人在处理新名词时，虽然偶尔会像保守诗人那样采用类似“背景式”书写的模式进行淡化，

但只要他们有着创作新的诗歌体式的目的在，“背景式”书写就决不会是他们的最优选择；相反，“单位式”书写更加适合他

们。 

不过，之所以将这种并不完全称得上是一种“文学现象”的书写模式纳入讨论，是因为这种“背景式”书写看似无关紧要，

却让人不得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决定新语汇的书写模式的，并不仅仅是创作主体的认知程度，他们个人的主观态度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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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在诗人们面对“新概念语汇”时体现得更加明显。 

二、“从上至下”的路径：“新概念语汇”的两种书写模式 

与“新名物语汇”不同，“新概念语汇”最早进入中国诗歌是在一个几乎相反的起点。虽然涉及到了新概念语汇的竹枝词

并不是没有，一些出使海外者如王以宣、潘飞声等都在竹枝词中对西方各国的历史、政治、军事进行过书写，但是这样的作品

并非新概念语汇的最早出现之处，也不像早前竹枝词对“新名物语汇”的书写那样具备规模。这些海外竹枝词的作者本就极其

稀少，不是一个诗人群体，他们的写作虽有宝贵的记录价值，但只是零散的偶发行为，于当时诗坛亦影响甚微。因此这类竹枝

词并不能算作“新概念语汇”进入中国旧体诗的起点。 

事实上，“新概念语汇”最早在诗中“症候”式地出现，是那些与外国文化有较早、较多接触的小部分士人的严肃创作，

其中有黄遵宪这样曾出使外国的诗人，也有谭嗣同这种身居本土而能够接受西方思想的诗人： 

譬如耶稣饼，前人得饱食。(32) 

彼乃有帝解造日，将惑黄种归亚当。(33) 

异域扶公义，神州复主权。(34) 

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一挥手，人天从此感参商。(35) 

有形潜遂人心改，创世谁怜我主忙。(36) 

这些语汇有的是直接音译而成，有的是采用某种造词法而成，但无论其形成如何，它们都是在诗中作为一个意义已知的单

位直接被使用的，如果一个人不能明白这些语汇的意义，无论是“耶稣饼”“巴别塔”这样的典故，还是“黄种、主权”这样

的概念，显然也就无从知晓诗句之意。这些语汇也许现今看来很好理解，然而在那个时代，能够接触到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这

些语汇及其背后概念的人其实不多。但显然，作者在创作之时并未考虑这些，仍然默认这些语汇的意义是已知的，将其作为“单

位”在使用。 

在使用这类新概念语汇方面，甚至连一直被认为相对保守的同光体诗人陈三立等也似乎并不排斥，这与他们使用新名物语

汇的谨小慎微非常不同，如“主义侈帝国，人权拟天赋”(37)、“家庭教育谈何善，顿喜萌芽到女权”(38)等句都是如此。而更值

得注意的是，陈三立等人在诗歌牵涉到新名物的时候，经常加上各种自注来解释，如《饮刘观察高楼看月上》诗中“恒星测经

天，奇景烂盈眸”(39)句自注“置泰西镜测木星，耀如火珠”。但在使用这类语汇时，却很少作注释。同时，还有不少诗人会像

夏曾佑那样在一首诗中同时使用传统典故与新概念语汇。从这些可以看出在他们意识中两类新语汇实际是不一样的，新名物语

汇需要解释，但新概念语汇却被视作传统的典故一样基本无需此举，它只意味着可取用典故范围的扩大，却不意味着要有新的

使用方式。 

那么，为何这类语汇最早是通过“单位式”而非“主题式”的书写方式进入中国旧体诗的呢？除去其抽象性之外，一个更

重要的原因在于，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器物，它们都是“开放性”的，即只要条件允许，任何人都可以接

触认知，并且不需要什么知识积累就可以了解；而政治、宗教、文化类的典故和概念则不然。它们具有较大的封闭性，在那个

时期一般人还缺少接触相关知识的途径，而且也没有能力或意愿去了解这些语汇背后的那些对他们来说既陌生又复杂的知识。

对西方的政治、宗教、文化有一定程度了解的，只有少量知识分子，而这些人在那个时期还并没有意识去向大众普及这些知识。

同时，他们能够在创作上将之与传统的典故等量齐观，而不是像新名物语汇那样排斥对待，与中国知识分子“重道轻器”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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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有关。在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在接触新事物时，受“重道轻器”的传统影响，在思想层面往往比器物层面要开放，这是因为

西方的新思想，虽然很多时候被视为异端邪说，但在知识分子看来仍是属于“道”层面的，较之“器”层面的奇技淫巧来得高

级。也正因如此，他们对这类语汇的抵触较之新名物语汇反而更小，即使是保守者也更经常使用。而无论是对于新派诗人还是

传统派诗人来说，类似的词或典故与传统典故最主要的区别只在于来源，即使是新派诗人的创新，此时还只是以堆积新名词为

革命，并没有在使用这类语汇时创造一种新的使用方式，而是将之与传统典故语汇等量齐观。 

上述那种对新概念语汇的“单位式”书写，在初期发展到极端的情况，便是在诗句中大量堆砌这种语汇，此种形式后来也

受到梁启超批评。不少学者将这反思视为诗界革命走向“成熟”“进步”的标志，但研究者最常见的论调，无非就是从审美角

度认为此后梁启超等人不再追求堆砌新名词，其推崇标举的作品中新名词使用得更加浑融，从“新语句”层次进化到了“新意

境”层次，更加符合“以旧风格而含新意境”的标准而已。这样的进步，从语汇的使用方式上看，其实较之前并没有发生本质

性的变化，仍然属于单位式的书写。只不过比起直接大量使用新概念语汇，这些作品更注重于其背后的概念作为全诗构思的不

可或缺的部分，但想要理解整首作品，尤其是所谓的“新意境”的话，仍然必须知晓这些语汇背后的各种概念知识。这对于当

时及后来希望通过诗歌向大众普及他们想普及的思想、观念的诗人而言，显然并不是合适的书写方式。 

真正的改变，反而是当黄遵宪、梁启超试图扩大诗歌的范围、将最下层的民歌等文学形式纳入诗歌的范畴之中。这一现象

虽然学者早有关注，但往往仅就文体而论，很少有人关注同时发生的对新语汇书写方式的改变。(40)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那么

必然不能再像以往一样，将各种新概念语汇的意义默认为已知；相反还要通过作品来让人了解这些新概念语汇的意义。以诗界

革命参与者廖恩焘的《复民权》和《乜你都话唔管（共管声浪渐高无以魇之聊抚此曲）》为例： 

法要变，变法就要复民权。舍得民系有权，国政就唔在咁倒颠。自古民唔系有权，但系被政府夺尽,呢阵手无寸铁，问你点

奋得空拳……我想专制共自由，真正系差得远，一则收埋在地狱，一则重快活过神仙……法律科条，总由议院议定，文明程度，

要合得公理为先。细考各国政治原因，都唔似立宪法咁善。唔信你试睇下英国，就知到十足完全。君唔系有权。不过重在民个

一边。君民共主，算系无党无偏。唉，道理咁浅，我四万万主人翁，唔知打乜算。若然唔听我劝，我怕犹太波兰个的惨祸，远

虽在天边。近即在目前。(41) 

乜你都话唔管。人地点管得你咁多多。自己管自己唔嚟，你都几係咁傻。如果你系有蚊钱，亦都使得鬼推磨。自己做埋头

诺。正系三水佬攞了哥。就怕你自己唔曾，管得自己妥。等到人嚟管你，咁就奈佢唔何。千日让人地当家。都系你错。呢会正

话想收番嚟管，人地都做你家婆。唉。做到呢份家婆。日子亦唔系咁容易过。人口有咁大堆，饭都要食好几箩。(42) 

这是廖恩焘采用粤地传统俗文学体式“粤讴”所创作的两篇作品。由于诗界革命参与者中有相当一部分为粤籍人士，故他

们对“杂歌谣”的尝试也多是先从粤地的通俗文学体式开始。第一篇《复民权》全篇都在试图阐释“民权”这个概念，叙述古

今中外的相关事件，词句浅显，普及相关知识来达到宣传的目的，但普及得是否正确、透彻，并不是那么重要。该篇还使用了

俗语来达到宣传的目的，如“一则收埋在地狱，一则重快活过神仙”，这样的句子其实是一种空泛的评价，并不包含具体的知

识，却很适合让下层社会的人明白专制与自由的优劣。相较之下第二篇《乜你都话唔管》创作时间更晚，也更贴合作者的目的。

该篇围绕“共管”运用了各种转喻，试图将抽象的概念转化为通俗而具体的生活实例，以展现“共管”这一在作者眼中具有负

面意义的概念，如“做到呢份家婆，日子亦唔系咁容易过”，运用常见的家庭关系来说明“共管”带来的政治上的麻烦。同时

该篇又使用了“三水佬攞了哥”这样的地方性俗语来评论“共管”相关的问题，这类俗语在今日看来会造成理解的困难，在当

时却能让底层社会感到更亲切，非常符合作者的目的。类似的粤讴作品还有发表在《新小说》上的《开民智》《倡女权》，发表

在《振华五日大事记》上的《需要自立》，以及发表在《进化》上的《国民需合力》等。而除去粤讴之外，这种现象还能在当时

江苏、浙江等地的一些通俗诗体中看到。甚至一些诗人，为了达到普及的目的，主动创作出许多介于诗歌与歌曲之间的杂歌谣

作品。在这种全篇围绕一个概念的作品中，“新概念语汇”没有被默认为意义已知的单位，而是被预设为一个读者未知的对象，

作者用整篇来让其由未知变为已知。 



 

 9 

除去粤讴之外，这种现象还能在当时江苏、浙江等地的一些通俗诗体中看到。当然，阐释某种概念，或者歌咏西方的历史、

宗教典故的通俗诗体作品，在清末及民国各类文献尤其是报刊上，在数量上并不能说占据多么大的优势，而且观念上的完全转

变与创作上的适应是需要时间的。但是，这些粤讴等通俗诗体所用的“单位式”书写，在以前文人针对“新概念语汇”的严肃

创作中是极稀罕的，因此这无疑是一种有意义的新变。而且这些作品许多时候能集群式地出现在报刊上相当之久，直到 20世纪

30 年代仍然能频繁见到，其影响之大，甚至在报刊上出现了许多专门探讨这些诗体的论文。而这些作品的创作者，大多是有身

份的知识分子，至于其目的，也大多类似于廖恩焘在自序中所谓的“为下流社会说法”。而作品的书写模式，也无疑因为作者

的主观目的发生了明显的改变，基本相当于“主题式”书写了。 

三、两类新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的影响及研究价值 

新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的过程，对近代旧体诗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一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它本身让诗人们有更多语

料可选择，有更多题材可写，但这不是“新名物语汇”和“新概念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最有意义的地方。漫长的文学史中，

其实大多数文学现象不能让一个时代的文学创作具备其独特的意义，将它们与此前其他时代的文学区别开来，但新语汇的进入，

却可以让近代旧体诗最具有独特的文学意义。其原因主要并不在于前面提到的语料选择和题材方面，而是基于以下这样一个不

容忽视的事实：在中国诗歌的语音、语法、语汇三者的变化历程中，语音、语法都在前代发生过一次或几次巨变，或许近代诗

歌的语音、语法变革与前代的语音、语法变革在原因、方向和具体表现等诸多方面非常不同，但终归是同类变革。而语汇的巨

变，在近代之前的中国诗歌史上则从未有过。或许诸如佛教传入以及异民族入主中原等事件确实给前代诗歌带来了一些新语汇，

但这些语汇的进入过程是漫长、渐进、平和的，并未对中国诗歌的主流语汇体系造成冲击，更多是被吸收同化，中国诗歌的主

流语汇其实并未发生过大的改变。而近代这两类新语汇却是在短时间内以极大的量冲击着中国诗歌的语汇体系，这只有全面进

入了中国旧体诗的这两类新语汇才能办到，造成的反应也就特别剧烈。也就是说，近代是中国诗歌语汇体系第一次经历巨变的

时代，只有通过近代旧体诗，才能看到中国诗歌在经历语汇变革时会是怎样一种面貌，这是其它时代的诗歌无法提供的。因此，

正是这两类新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才使得近代旧体诗成为观察中国传统诗歌体系面对外来语汇全面冲击时的状况的唯一范本，

在宏观上给近代旧体诗带来了独立于前代诗歌的意义。 

以上是将近代旧体诗与前代诗歌相比，从而凸显出两类新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的意义。而如果将之与近代新产生的文学体

裁相比，那么可以看到，两类新语汇进入旧体诗的过程其实还对其它的文学艺术形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最值得关注的自然是

其与白话新诗的联系。虽然二者长期以来被看成是对立的，但正如近来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白话新诗对于新语汇的使用，其

实也得益于此前旧体诗人的运用经验，尤其是考虑到，最早的白话新诗，并未与旧体诗词截然分割。如胡适的《尝试集》中，

许多所谓的白话新诗，其实仍保留了旧体诗词的特点，甚至仍然有使用某些词牌填词的方式。而另一方面，旧体诗词对新语汇

运用的种种困境，导致表达困难，也让某些人选择白话新诗进行突破，激发了白话新诗的成长。此外，前面提到，梁启超等人

力图扩大诗歌的概念，提高歌曲的地位，并在杂歌谣等民间韵文中运用“主题式”书写，从而对新概念语汇及其背后的知识进

行宣传普及。这一行为本身的效果可能并不很理想，但它却让人认识到，这些杂歌谣等通俗文体，可以被用来输出政治文化观

念，从而在下层社会获得支持度和话语权，再加上见到西方社会对于歌曲创作的重视，许多知识分子都开始愿意致力于歌词创

作，因此也就大大促进了歌曲艺术的繁荣。这种繁荣不仅表现在报刊上出现的知识分子创作的歌词在数量上的增加以及他们创

作的歌词的选本问世，还表现在他们开始自觉对歌曲的艺术性进行具体的论辩，如歌词语言的文白程度、歌词的适龄程度以及

教学方法等问题都曾在报刊上引起热议，即使是像王国维这样的士人也曾发表文章参与探讨，并认为这种对歌曲艺术研究的兴

起是“今日教育上一可喜之现象”(43)。后来民国时期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带有强烈白话色彩的民间歌曲艺术进一步受到重

视，有关歌曲艺术的创作实践和理论探讨都更加丰富了。在创作上，一部分出于知识分子的作品明显直接延续了“主题式”书

写的模式，如曾在近代被用来作为婚礼进行曲的《自由结婚》，其歌词由参与过诗界革命的诗人、后来的南社首领金天羽创作，

全篇都围绕着“婚姻自由”这一概念进行书写，宣传婚姻自由、批判旧传统的目的非常明显： 

改造出新中国，要自新人起。莫对着皇天后土，仆仆行空礼。记当初指环交换，拣着生平最爱的学堂知己。任你美貌花枝，

氤氲香盒，怎比得爱情神圣涵天地？会堂开处，主婚人到，有情眷属，人天皆大欢喜。可笑那旧社会，全凭媒妁通情。待到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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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妆却扇，胡闹看新人。如今是婚姻革命，女权平等，一夫一妻世界最文明。不问南方比目，北方比翼，一样是风流快意享难

尽。满堂宾客，后方跳舞，前方演说，听侬也奏风琴。(44) 

本文以语汇为重点，对语汇和诗歌文本之间直接关系的变化的研究，除去弥补了前文所述的那些现今研究成果中的缺陷之

外，还有以下几点价值：首先，正如同任何新的研究角度都会发掘出文献的新价值一样，本文重新发掘诸如竹枝词、粤讴等作

品的历来不受重视的文本形式价值，并且将它们与各阶层人士的作品置于同一框架下，避免了当今的近代诗歌研究中因价值取

向问题而经常出现的将通俗作品与雅正作品、革新作品与保守作品、白话作品与文言作品分开进行孤立研究的问题；其次，正

是由于考察了不同类型、不同等次作者的多种作品，本文的结论虽然不能说非常准确，但至少是一个普适性较高的“模型”，

不同类型的作品都有较大的可能性符合这一结论的预期，较之此前的一些研究成果也更便于验证；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正

如前面所述，新语汇进入近代旧体诗给了近代旧体诗独立于前代所有诗歌的意义，因此语汇的研究较之语音和语法的研究更能

显示出近代诗歌的文学史意义。当然，这一类研究无法摆脱因不可能有无限的文献视野而导致的偏颇之嫌，而且文学过程的发

展都是复杂的，新语汇进入旧体诗的过程当然不可能完全如描绘的这样清晰与理想化。但这类研究至少能够说明一种趋势，在

考察具体的作家作品时作为一个参照，仍是有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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